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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政策与城市出口复杂度提升
———来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证据

彭书舟∗

　 　 摘要: 将创新作为引领对外贸易发展的第一动力ꎬ是“十四五”时期中国推动

外贸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策略ꎮ 本文将国家实施的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视为准自然

实验ꎬ使用双重差分法ꎬ考察创新驱动政策对城市出口复杂度的影响ꎮ 研究显示:
以创新型城市试点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出口复杂度ꎬ且动态效

应随时间推移呈递增趋势ꎮ 异质性影响分析表明ꎬ创新驱动政策对中部城市、知识

产权执法力度更严格城市以及城市加工贸易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ꎮ 产

品动态调整检验表明ꎬ创新驱动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持续出口的高复杂度产品相

对份额ꎬ并且加速了低复杂度产品退出市场ꎬ但对新的高复杂度产品进入市场没有

显著影响ꎮ 影响渠道检验表明ꎬ技术创新是创新驱动政策提升出口复杂度的关键

途径ꎬ而地区工业结构调整未能发挥渠道作用ꎮ 因此ꎬ应引导更多城市步入创新型

城市建设行列ꎬ充分发挥创新驱动政策对中国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ꎮ
关键词: 创新驱动政策ꎻ创新型城市ꎻ出口复杂度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９３ꎻＦ７５２.６２

一、引言

出口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ꎮ 加入 ＷＴＯ 以来ꎬ中国在出口总量跃居世界第一

的同时ꎬ出口产品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从以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向以机电和

高新技术产品等资本技术密集产品为主转变ꎬ其中ꎬ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表现强劲ꎬ２０２１
年出口占比达到 ２９.１％①ꎮ 毋庸置疑ꎬ中国是全球出口大国ꎬ但是离成为出口强国可能仍有

一定的距离ꎮ 出口复杂度是反映出口产品技术分布和国际比较优势的指标( Ｌａｌｌ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６)ꎮ 如图 １ 所示ꎬ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ꎬ尽管中国的出口复杂度增长速度较快ꎬ
但仍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ꎮ 随着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国内生产成本持续攀升ꎬ过去依赖

劳动力资源优势和以中低端产品为主的出口模式难以为继ꎮ 为进一步发挥出口对中国经济

增长的促进作用ꎬ２０１９ 年颁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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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ꎬ大力发展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贸易ꎮ 为此ꎬ探究出口复杂度的驱动因素ꎬ尤其

在欧美发达国家实施关键技术保护的情形下ꎬ寻求提升出口复杂度的本地化路径ꎬ是当下值

得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ꎮ

图 １　 １９９７—２０２０ 年出口复杂度跨国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依据 ＢＡＣＩ 贸易数据和反射法测算得到ꎮ)

商务部印发的«“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提出ꎬ坚持创新驱动ꎬ加快发展方

式转型ꎮ 将创新作为引领外贸发展的第一动力ꎬ深化外贸领域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和

业态创新ꎬ强化知识产权保护ꎬ推动外贸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ꎬ增强对外贸易综合

竞争力ꎮ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无疑是化解关键技术“卡脖子”风险和促进外贸提质升级的有力

手段ꎬ然而ꎬ创新也是一项投入高、风险大且外部性强的活动(林毅夫ꎬ２０１７)ꎬ仅依靠市场机

制调节下的企业或个人并不能很好地完成既定创新目标ꎮ 因此ꎬ国家要想以创新谋发展ꎬ则
需要制定有效的创新驱动政策ꎬ通过“政府之手”激发创新活力、提升创新能力(Ｅｄｌｅｒ ａｎｄ
Ｆａｇｅｒｂｅｒｇꎬ２０１７)ꎮ 为探究创新驱动我国外贸(尤其是出口)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ꎬ本文评

估了国家创新驱动政策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效应ꎮ 回顾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探索历程ꎬ创
新型城市建设作为以城市为单位推行的政策举措ꎬ从 ２００７ 年深圳成为首个“试验田”至今ꎬ
已有 １０３ 个城市加入建设行动ꎬ是国内影响最广泛、最受关注的创新驱动政策ꎮ 创新型城市

是指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城市ꎬ其试点政策的持续推进ꎬ旨在从“政产学研金”各
个维度为国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起到试验和引领作用(白俊红

等ꎬ２０２２)ꎮ 研究显示ꎬ试点城市在改善营商环境、激励企业投资和创新等方面带来显著效果

(李政、杨思莹ꎬ２０１９)ꎮ 那么ꎬ作为我国政府引领下的城市试点政策ꎬ创新型城市在外贸领域

是否起到了提升出口复杂度的政策效果? 其中的作用机理有哪些? 本文系统地回答了这些

问题ꎮ
本文与三方面文献密切相关ꎮ 一是对出口复杂度影响因素的研究ꎮ 出口复杂度提升对

经济增长具有带动作用(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ꎬ这使得学界对其影响因素展开大量讨论ꎮ
已有文献的研究视角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王永进等ꎬ２０１０)、中间品进口(李小平等ꎬ２０２１)以
及劳动力质量(周茂等ꎬ２０１９)等ꎮ 在政策层面ꎬ学界则从进口自由化(盛斌、毛其淋ꎬ２０１７)、
最低工资标准(赵瑞丽、孙楚仁ꎬ２０１５)、环境规制(高翔、袁凯华ꎬ２０２０)以及知识产权保护

(代中强ꎬ２０１４)等角度展开分析ꎮ 尽管已有文献对出口复杂度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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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ꎬ但仍然缺乏对创新驱动政策的讨论ꎬ这为本文提供了可进一步研究的空间ꎮ
二是对创新与出口绩效关系的研究ꎮ 早期文献主要关注创新产出和创新投入对企业出

口概率和出口规模的影响(Ｗａｋｅｌｉｎꎬ１９９８)ꎮ 随着研究重心从“量”向“质”的转变ꎬ越来越多

的文献开始关注创新对贸易结构的影响(李小平、李小克ꎬ２０１７)ꎮ 其中ꎬ毛其淋和方森辉

(２０１８)的研究最具代表性ꎬ其使用 ＰＳＭ－ＤＩＤ 发现研发投入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复杂

度ꎮ 与之不同ꎬ本文则是利用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ꎬ建立准自然实验框架ꎬ评估以城市

为单位推行的创新驱动政策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ꎬ这从创新政策视角进一步丰富了“创新与

贸易”领域的研究成果ꎮ
三是对以创新型城市试点为例的创新驱动政策引领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ꎮ 创新型

城市试点政策是中国创新驱动政策的实践探索ꎬ其经济效应的评估工作近年来在学界形成

一股热潮ꎬ考察对象包括创新创业绩效(李政、杨思莹ꎬ２０１９ꎻ白俊红等ꎬ２０２２)、ＦＤＩ 质量(聂
飞、刘海云ꎬ２０１９)、产业集聚(胡兆廉等ꎬ２０２１)以及绿色发展(张华、丰超ꎬ２０２１)等ꎮ 其中ꎬ
李仁宇和钟腾龙(２０２１)的研究与本文联系最紧密ꎬ他们发现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

产品质量ꎮ 尽管该文献的论证过程非常精细ꎬ但在考察对象上与本文有所区别ꎮ 出口产品

质量是刻画出口产品纵向升级的指标ꎬ出口复杂度是刻画出口产品横向升级的指标ꎬ二者在

含义上相互独立ꎬ但在刻画贸易高质量发展绩效上存在互补关系ꎮ 本文的考察对象是出口

复杂度ꎬ本质是探讨该政策对出口产品横向升级的影响ꎮ 研究此问题ꎬ既从创新政策视角拓

展了对中国出口篮子向高端产品演进背后动力因素的理解ꎬ又加深了对创新型城市试点政

策经济效应的认识ꎮ
立足现有文献的研究基础ꎬ本文首先梳理我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背景及其对出口

复杂度的影响机理ꎬ然后利用分批试点的准自然实验机会ꎬ构造多时点双重差分法(ＤＩＤ)识
别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出口复杂度的因果影响ꎮ 与已有研究相比ꎬ本文的增量贡献有以

下三个方面:第一ꎬ在研究视角上ꎬ基于准自然实验框架ꎬ系统评估以创新型城市试点为代表

的创新驱动政策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ꎬ拓展了出口复杂度影响因素的研究体系ꎬ为解析出口

复杂度提升的本地化动力贡献新的视角ꎮ 第二ꎬ从地理区位、知识产权执法力度、贸易模式

三方面ꎬ挖掘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出口复杂度的异质性影响ꎬ为政策研究者制订差异化创

新型城市建设策略提供新的启示ꎮ 第三ꎬ围绕技术创新和地区工业结构调整两个方面ꎬ结合

产品市场进入、退出、份额变动的动态分析思路ꎬ考察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影响出口复杂度

的作用渠道ꎬ深化了对二者因果作用关系的认识ꎬ也为巩固前期试点成果及未来扩大试点成

效提供参考依据ꎮ

二、政策背景与影响渠道分析

(一)政策背景

城市是国家的筋骨ꎬ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以城市为单位落地的创新驱动政策ꎬ
是助力我国成为创新型国家的有力举措ꎮ 通过政策梳理ꎬ我国创新型城市建设进程可分为

三个阶段:
一是建设启动阶段(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ꎮ ２００６ 年国务院部署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

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ꎬ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
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ꎬ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ꎮ 此后ꎬ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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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积极响应国家号召ꎬ就如何推进自主创新、完善区域创新体系等问题开展意见征求、学习

调研等工作ꎬ拟订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对策、目标与任务ꎮ 这一系列举措标志创新型城市建设

在中国拉开帷幕ꎮ
二是建设探索阶段(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ꎮ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ꎬ科技部、广东省政府、深圳市政府

共同支持深圳开展创新型城市试点工作ꎮ ２０１０ 年ꎬ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科技部先后批准大连

等 ４４ 个城市(区)成为创新型城市试点区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ꎬ«关于进一步推进创新型城市试点

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和«创新型城市建设监测评价指标(试行)»颁布ꎬ
统一了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工作要求和评价体系ꎮ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ꎬ１６ 个城市陆续被批准开展

创新型城市试点工作ꎮ 在此期间ꎬ各试点城市依据自身条件积极摸索并不断完善创新型城

市的建设方案ꎮ
三是建设推进阶段(２０１６ 年至今)ꎮ 根据«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相关部署要求ꎬ

科技部在北京举办“２０１６ 年创新型城市建设培训班”ꎮ 培训班总结和交流了城市实现创新

发展的路径模式ꎬ为继续推进创新型城市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２０１６ 年底ꎬ科技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发布«建设创新型城市工作指引»(以下简称«工作指引»)ꎬ进一步完善创新型城市

建设的发展要求ꎮ ２０１８ 年ꎬ吉林等 １７ 个城市新列入创新型城市建设名单ꎮ ２０２２ 年ꎬ保定等

２５ 个城市被批准成为新一批的创新型城市ꎮ 截至 ２０２２ 年ꎬ我国共有 １０３ 个城市开展创新型

城市试点建设工作ꎮ
(二)影响渠道分析

１.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通过增强技术创新水平影响出口复杂度

技术创新是促进企业生产技术进步的内源动力ꎬ也是影响出口复杂度的关键因素(毛其

淋、方森辉ꎬ２０１８)ꎮ 基于创造性破坏的熊彼特增长模型ꎬ通过技术创新ꎬ制造的新产品能够

取代旧产品ꎬ或是已有的高技术产品取代已有的低技术产品ꎬ从而重塑企业生产和出口产品

结构ꎬ为城市对外贸易培育新的竞争优势ꎮ
通过梳理政策文件ꎬ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提升技术创新水平的途径有以下五点:一是政

府财政支持ꎮ «工作指引»提出ꎬ要加大科技、教育财政投入ꎬ促进政府引导性创新投入稳步

增长ꎮ 在政策落实方面ꎬ西安在成为试点城市后ꎬ规划每年从新增财力中拿出 １％ꎬ设立创新

型城市建设专项基金ꎬ建设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基础设施ꎬ用于推动基

础科学的研究①ꎮ 二是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ꎮ «指导意见»提出ꎬ要发展优质的中介服务机

构ꎬ形成社会化、网络化的第三方科技服务体系ꎬ为技术市场发展、企业科技战略咨询、科技

评估等工作提供服务ꎬ使第三方科技服务成为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有力助手ꎮ 三是提供创

新资金支持ꎮ «指导意见»提出ꎬ要加大对社会资金设立风险投资基金的引导支持和风险补

偿ꎬ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科技投融资体系ꎮ 这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ꎮ 四

是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聚拢ꎮ «指导意见»提出ꎬ加强企业研发机构建设ꎬ依托企业搭建国家

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所等科研平台ꎬ引导更多创新资源流入企业ꎬ促使企业享有优质的资

源和设施持续展开创新活动ꎮ 五是营造良好的创新激励环境ꎮ 试点政策要求城市全面落实

«科学技术进步法»ꎬ保护创新型知识产权的合法权益ꎬ提升创新报酬的内部化ꎬ从而最大限

度地激发企业或机构技术创新意愿ꎮ 据此提出:

６
①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ｏｓｔ.ｇｏｖ.ｃｎ / ｄｆｋｊ / ｓｈａｎｘ / ｚｘｄｔ / ２０１００９ / ｔ２０１００９１３＿７９９９７.ｈｔｍ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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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１:以创新型城市试点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有助于提升当地技术创新水平ꎬ催生

更多高技术产品或新产品的出口ꎬ从而对城市出口复杂度产生影响ꎮ
２.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通过改变地区工业结构影响出口复杂度

地区工业结构变动本质上是有限的社会生产资源在行业间实现再分配的过程ꎮ 出口复

杂度是刻画出口结构的指标ꎬ出口作为生产的一部分ꎬ出口结构自然会随着当地工业结构的

变动而变化ꎮ 依据«工作指引»ꎬ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

收入比重是创新型城市建设成效的评价指标ꎬ这意味着试点城市需要重视高技术产业发展ꎬ
通过政策引导地区工业结构向高科技行业方向演进ꎮ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工业结构的影

响途径有两种ꎬ一是高水平人力资本集聚ꎬ二是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ꎮ
高水平人力资本意味着劳动者拥有更高的生产技能ꎬ而高技能劳动者集聚会通过“吸附

效应”引致其他物质资本集聚ꎬ促使生产要素向高技术行业方向转移和再配置ꎬ最终对地区

工业结构产生影响(周茂等ꎬ２０１９)ꎮ 依据«指导意见»和«工作指引»ꎬ要落实人才强国战略ꎬ
建立高素质人才队伍ꎮ 在创新型城市试点过程中ꎬ许多试点城市积极探索人才培养和使用

的新模式、新机制ꎬ完善人才流动和服务保障措施ꎬ推动形成高水平人力资本集聚新优势ꎮ
一方面ꎬ各城市加大对本土人才的开发ꎮ 例如ꎬ哈尔滨在试点期间充分发挥区域内高等学校

和科研院所的资源优势ꎬ加大对高校和科研院所高层次人才的开发力度ꎬ鼓励高校毕业生留

在本市①ꎮ 另一方面ꎬ完善外来人才引进政策ꎮ 深圳、广州等一些试点城市从住房安家、科
研经费、人才发展环境等方面吸引海内外高水平的人才队伍入驻ꎬ为当地高技术产业发展引

入优质的劳动力资源ꎬ逐步形成人力资本集聚效应ꎮ
除高水平人力资本集聚外ꎬ高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建设也是影响工业结构的重要因素ꎮ

企业孵化器是专门为新创立的中小企业提供物理空间和基础设施的服务机构ꎬ其目标在于

培育和扶植中小企业和企业家创业ꎮ 依据«工作指引»ꎬ国家和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规模是

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评价指标ꎮ 这就要求试点城市必须重视本地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建立ꎮ 伴

随更多高科技企业从孵化器“破壳”到“成凤”ꎬ试点城市内高科技中小企业规模日益壮大ꎬ
生产总值和就业人数占比不断上升ꎬ工业结构逐渐往高技术方向偏移ꎬ从而为出口复杂度提

升奠定相应的产业基础ꎮ 据此提出:
假设 ２:以创新型城市试点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通过高水平人力资本集聚和科技企业

孵化器建设促使地区工业结构向高技术方向演进ꎬ从而通过行业间生产资源的再配置影响

出口复杂度ꎮ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评估以城市为单位推行的创新驱动政策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ꎬ本文将国家分批推进

的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视作准自然实验ꎬ处理组为考察期内的试点城市ꎬ控制组为非试点城

市ꎬ构建多时点 ＤＩＤ 模型实证检验ꎬ模型设定如下:

ｓｏｐｈｃｔ ＝ α ＋ βｔｒｅａｔｃｔ ＋ ∑ ｎ

ｍ ＝ １
γ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ｃｔ ＋ ξｃ ＋ ξｔ ＋ εｃｔ (１)

７
①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ｍｏｓｔ.ｇｏｖ.ｃｎ / ｄｆｋｊ / ｈｌｊ / ｚｘｄｔ / ２０１３０１ / ｔ２０１３０１３１＿９９４３８.ｈｔｍ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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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式中:下标 ｃ 和 ｔ 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ꎻｓｏｐｈｃｔ为城市 ｃ 第 ｔ 年的出口复杂度ꎻｔｒｅａｔｃｔ为 ０－１
虚拟变量ꎬ若城市 ｃ 第 ｔ 年受到试点政策的影响ꎬ则赋值为 １ꎬ否则为 ０ꎻ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ｃｔ表示一系列

控制变量ꎻξｃ 为城市固定效应ꎻξｔ 为年份固定效应ꎻεｃｔ为随机扰动项ꎻα 为截距项ꎻβ 为 ＤＩＤ
统计量ꎬ度量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平均处理效应ꎮ

(二)出口复杂度

参考 Ｈｉｄａｌｇｏ 和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２００９)提出的反射法测度城市出口复杂度ꎮ 首先计算产品 ｐ
的复杂度指数:第一步ꎬ计算产品 ｐ 的显示性比较优势(ＲＣＡ)ꎮ ＲＣＡ 衡量了一个国家某种产

品的贸易专业化程度ꎬ当一个国家出口某种产品的比重大于或等于全世界出口这种产品的

比重时ꎬ则这个国家在该产品出口上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ꎬ公式为:

ＲＣＡｇｐ ＝
Ｅｇｐ /∑ ｐ

Ｅｇｐ

∑ ｇ
Ｅｇｐ /∑ ｐ∑ ｇ

Ｅｇｐ

(２)

(２)式中:ｇ 代表国家ꎬｐ 代表产品ꎬＥ 代表出口额ꎮ
第二步ꎬ在得到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基础上ꎬ计算国家经济复杂度初始值和产品生产

复杂度的初始值ꎬ公式为:

Ｍｇꎬ０ ＝ ∑ ｐ
ＤＲＣＡｇｐ

Ｍｐꎬ０ ＝ ∑ ｇ
ＤＲＣＡｇｐ

ì

î

í
ïï

ïï
(３)

(３)式中:ＤＲＣＡｇｐ 为指示变量ꎬ如果 ｇ 国家的产品 ｐ 在出口上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即

ＲＣＡｇｐ≥１)ꎬ则 ＤＲＣＡｇｐ等于 １ꎬ否则为 ０ꎻＭｇꎬ０表示国家 ｇ 出口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产品数

量ꎻＭｐꎬ０表示在产品 ｐ 出口上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国家数量ꎮ
初始 Ｍｇꎬ０和 Ｍｐꎬ０指数包含的国家和产品能力信息有限且不具有排他性ꎬ需要反复迭代

不断提炼能力信息以改进初始指标ꎮ 第三步公式为:

Ｍｇꎬｉｔｅｒ ＝
１

Ｍｇꎬ０
∑ ｐ

ＤＲＣＡｇｐ × Ｍｐꎬｉｔｅｒ－１

Ｍｐꎬｉｔｅｒ ＝
１

Ｍｐꎬ０
∑ ｇ

ＤＲＣＡｇｐ × Ｍｇꎬｉｔｅｒ－１

ì

î

í

ï
ïï

ï
ï

(４)

(４)式中:ｉｔｅｒ 表示迭代次数ꎮ 当 Ｍｇꎬ０和 Ｍｐꎬ０经过偶数次迭代直到国家和产品的排序不再变

化时ꎬ就可以得到包含产品信息的真实国家能力值 Ｍｇꎬｉｔｅｒꎬ以及包含国家信息的真实产品能

力值 Ｍｐꎬｉｔｅｒꎮ 此时ꎬＭｇꎬｉｔｅｒ值越大代表这个国家的经济复杂度越高ꎻＭｐꎬｉｔｅｒ的值越大则代表该产

品生产复杂度越低ꎮ 为表述上的直观ꎬ求取 Ｍｐꎬｉｔｅｒ相反数以刻画产品复杂度的高低ꎮ
本文通过迭代得到各产品的生产复杂度指数后ꎬ对产品复杂度指数进行中心标准化处

理ꎬ然后以每种产品出口额占城市出口总额的比例为权重加权平均ꎬ得到城市 ｃ 当年的出口

复杂度指数( ｓｏｐｈ)ꎮ 需要说明的是ꎬ考虑到贸易中介是专门从事进出口贸易行为的企业ꎬ其出

口产品的实际生产者可能来自当地也可能来自其他地区ꎬ将通过贸易中介出口的产品划归成

中介公司所在城市可能不合理ꎮ 稳健起见ꎬ本文同时构建未剔除贸易中介的城市出口复杂度

指数(ｓｏｐｈｔｏｔａｌ)和剔除贸易中介的城市出口复杂度指数(ｓｏｐｈｅｉｎ)①ꎬ将二者一同作为因变量ꎮ

８
①删除出口企业名称中包含“进出口”“经贸”“贸易”、“科贸”等字样的出口产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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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制变量

参考赵瑞丽和孙楚仁(２０１５)的研究思路ꎬ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如下:(１)人均生产总

值ꎬ选取各城市实际 ＧＤＰ(基期为 ２００３ 年)与年末人口总数的比值并取对数度量ꎮ (２)第三

产业比重ꎬ选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城市生产总值的比重度量ꎮ (３)外商直接投资渗透率ꎬ使
用规模以上外资企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度量ꎮ (４)信息化发展水平ꎬ选用邮电收入

总额占城市 ＧＤＰ 的比重度量ꎮ (５)基础设施建设水平ꎬ使用道路面积(单位:万平方米)占
城市总面积(单位:平方公里)的比重度量ꎮ (６)环境规制水平ꎬ基于工业 ＳＯ２和 ＣＯＤ 去除

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生活污水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ꎬ利用面板熵值法

计算环境规制变量ꎮ
(四)数据来源

本文将样本考察期设定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 年ꎬ用于计算城市出口复杂度的数据来自 ＣＥＰＩＩ－
ＢＡＣＩ 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统计数据库ꎬ与创新型城市试点有关的政策信息数据来自国家

发展改革委和科技部政策文件ꎬ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人均生产总值、第三产业比重、外商直

接投资渗透率、信息化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环境规制水平)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ꎮ 在删除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的样本后ꎬ得到 ２８１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ꎬ共计 ３ ９３４ 个城市－
年份水平的面板数据ꎮ 变量统计特征见表 １ꎮ

　 　 表 １ 　 　 变量特征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Ｎ Ｍｅａｎ Ｓ.Ｄ Ｍｉｎ Ｍａｘ
ｓｏｐｈｔｏｔａｌ 出口复杂度(未剔除贸易中介) ３ ９３４ －０.３０６ ０.５２８ －３.５８７ １.９１７
ｓｏｐｈｅｉｎ 出口复杂度(剔除贸易中介) ３ ８９９ －０.２６７ ０.５２１ －１.９９３ １.４８７
ｔｒｅａｔ 试点政策虚拟变量 ３ ９３４ ０.０９６ ０.２９４ ０ １
ｒｊｓｃｚｚ 人均生产总值(对数) ３ ９３４ ９.８７４ ０.７４７ ７.５４５ １１.９４
ｄｓｃｙｂｚ 第三产业比重 ３ ９３４ ０.３６７ ０.０８７ ０.０８６ ０.８０２
ｗｓｔｚ 外商直接投资渗透率 ３ ９３４ ０.０８４ ０.１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７８０
ｘｘｈ 信息化发展水平 ３ ９３４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 ０.２４８
ｊｃｓｓｊｓ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３ ９３４ ０.２００ ０.４７６ ０.００１ ５.９６９
ｈｊｇｚ 环境规制水平 ３ ９３４ ０.５２７ ０.２０５ ０.０６５ ０.９４５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结果分析

表 ２ 报告了以创新型城市试点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影响出口复杂度的基准估计结

果ꎮ 列(１)和列(２)因变量为未剔除贸易中介的城市出口复杂度ꎬ列(３)和列(４)因变量为剔

除贸易中介的城市出口复杂度ꎮ 列(１)、列(３)仅控制双向固定效应ꎬ结果显示:ｔｒｅａｔ 估计系

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ꎬ初步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出口复杂度ꎮ 列

(２)、列(４)纳入人均生产总值、第三产业比重、外商直接投资渗透率、信息化发展水平、基础

设施建设水平和环境规制水平等控制变量ꎬ结果显示:ｔｒｅａｔ 估计系数依然在 １％水平上显著

为正ꎮ 列(２)、列(４)显示:当未剔除贸易中介时ꎬ相比非试点城市ꎬ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促

使试点城市出口复杂度平均净提升０.０４６ꎻ当剔除贸易中介时ꎬ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促使试

点城市出口复杂度平均净提升 ０.０６７ꎮ 此结论表明ꎬ以创新型城市试点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

策是提升出口复杂度、优化出口结构的有效动力ꎮ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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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基准检验结果
(１) (２) (３) (４)

ｓｏｐｈｔｏｔａｌ ｓｏｐｈｔｏｔａｌ ｓｏｐｈｅｉｎ ｓｏｐｈｅｉｎ

ｔｒｅａｔ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６∗∗∗ ０.０７９∗∗∗ ０.０６７∗∗∗

(３.０４０) (２.６５３) (４.８４９) (３.９４１)
ｒｊｓｃｚｚ ０.０４１ －０.０７９

(０.６９３) (－１.４１８)
ｄｓｃｙｂｚ ０.５１５∗∗∗ ０.１２９

(２.５９８) (０.７５２)
ｗｓｔｚ ０.２５２ ０.６０７∗∗∗

(１.３１０) (４.１３９)
ｘｘｈ ０.１５７ －０.０５２

(０.４４９) (－０.１６５)
ｊｃｓｓｊｓ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７∗

(－０.１５７) (１.８８８)
ｈｊｇｚ ０.０４３ ０.１５１∗∗∗

(０.８０６) (３.０４９)
常数项 －０.５３８∗∗∗ －１.１３２∗∗ －０.４８７∗∗∗ ０.０８８

(－２０.２６７) (－１.９７９) (－２０.１６６) (０.１６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 ９３４ ３ ９３４ ３ ８９９ ３ ８９９
Ａｄｊ.Ｒ２ ０.６８３ ０.６８４ ０.７０８ ０.７１０

　 　 注:∗∗∗、∗∗、∗表示在 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ꎻ括号内为 ｔ 值ꎻ固定效应包括城市和年份双向固定
效应ꎮ 下表同ꎮ

(二)多时点 ＤＩＤ 异质性处理效应分析

Ｇｏｏｄｍａｎ－Ｂａｃｏｎ(２０２１)研究发现ꎬ多时点 ＤＩＤ 的平均处理效应是由:(１)处理组 ｖｓ 从未

处理组的效应ꎻ(２)早处理－处理组 ｖｓ 晚处理－控制组的效应ꎻ(３)晚处理－处理组 ｖｓ 早处理

－控制组的效应加权而来ꎮ 第(３)类处理效应由于控制组是经过处理的样本ꎬ容易产生处理

效应系数与(１)、(２)类系数符号相反的问题ꎬ属于“坏”的处理效应ꎮ 若第(３)类处理效应权

重过大ꎬ尽管其他处理效应方向一致ꎬ加权后的最终处理效应方向也可能相反ꎬ从而影响双

向固定效应估计结果ꎮ 为缓解对多时点 ＤＩＤ 异质性处理效应的担忧ꎬ参考 Ｇｏｏｄｍａｎ－Ｂａｃｏｎ
(２０２１)提供的 Ｂａｃｏｎ 分解法判断各类处理效应权重ꎬ若第(３)类处理效应的权重较低ꎬ则表

明不会对固定效应估计造成实质影响ꎮ 图 ２ 是基于 Ｂａｃｏｎ 权重的分解图ꎮ

图 ２　 基于 Ｂａｃｏｎ 权重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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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ａ)Ｂａｃｏｎ 分解结果显示ꎬ处理组 ｖｓ 从未处理组的效应加总权重为 ８６.９％ꎬ而不同时

间处理组效应(第(２)类效应＋第(３)类效应)加总权重仅为３.８％ꎬ占比极低ꎮ 图 ２(ｂ)结果与

之类似ꎮ 这表明双向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是可靠的ꎮ
(三)事件研究法

使用 ＤＩＤ 得到有效估计的前提是共同趋势性设定成立ꎬ即在试点政策冲击前ꎬ处理组与

控制组的出口复杂度变动无系统差异ꎮ 为检验该设定是否成立ꎬ本文选择事件研究法进行

分析ꎬ模型设定为:

ｓｏｐｈｃｔ ＝ α ＋ ∑≥５

ｋ ＝ －４
βｋ × Ｄｋ

ｃꎬｔ０＋ｋ
＋ ∑ ｎ

ｍ ＝ １
γ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ｃｔ ＋ ξｃ ＋ ξｔ ＋ εｃｔ (５)

(５)式中:Ｄｋ
ｃꎬｔ０＋ｋ代表一系列虚拟变量ꎬｔ０表示试点政策的起始时间ꎬｋ 表示试点政策实施之后

的第 ｋ 年ꎮ 本文考察期为 ２００３—２０１６ 年ꎬ深圳于 ２００７ 年底开始试点ꎬ与考察期起始年份相

距 ４ 年ꎬＤｋ
ｃꎬｔ０＋ｋ的具体设定思路为:当 ｋ 位于[－４ꎬ４]之间时ꎬ如果城市 ｃ 为试点城市ꎬ则定义

Ｄｋ
ｃꎬｔ０＋ｋ

＝ １ꎬ其他定义 Ｄｋ
ｃꎬｔ０＋ｋ

＝ ０ꎻ当 ｋ≥５ 时ꎬ如果城市 ｃ 为试点城市ꎬ则定义 Ｄ≥５
ｃꎬｔ０＋５

＝ １ꎬ其他定义

Ｄ≥５
ｃꎬｔ０＋５

＝ ０ꎮ 在此设定下ꎬ事件研究的基期为试点政策起始时间之前的第 ５ 年及以上的年份ꎬ
即虚拟变量 Ｄ≤－５

ｃꎬｔ０＋５ꎮ 当 ｋ<０ 时ꎬ若 βｋ 估计结果无法拒绝等于零的原假设ꎬ则证明处理组与控

制组在政策冲击前满足共同趋势性设定ꎮ
由图 ３(ａ)知ꎬ在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实施之前ꎬβｋ 的估计系数均无法拒绝为零的原假

设ꎬ表明处理组和控制组在政策实施之前 ｓｏｐｈｔｏｔａｌ不存在显著差异ꎬ满足共同趋势设定ꎮ 此

外ꎬ自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实施之后的第二年起ꎬβｋ 的估计值至少通过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

验ꎬ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出口复杂度提升ꎬ从系数量级看ꎬ这种促进效应会随

着时间推移逐渐增强ꎮ 从图 ３(ｂ)可知ꎬ当因变量为 ｓｏｐｈｅｉｎ时ꎬ共同趋势设定仍然成立ꎮ

图 ３　 动态效应图
注:实线代表估计系数值ꎬ虚线为 ９０％置信区间ꎮ

(四)其他稳健性检验
１.更换出口复杂度测算方法

第一ꎬ适合度迭代法ꎮ Ｔａｃｃｈｅｌｌａ 等(２０１３)在能力理论的框架下ꎬ对反射法进行了拓展和
改进ꎬ使产品复杂度的含义不再随着迭代次数奇偶性发生变化ꎬ同时迭代结果具有发散的优

势ꎮ 使用适合度迭代法测算城市出口复杂度的估计结果报告于表 ３ 列(１)和列(２)ꎮ 第二ꎬ
劳动力技术含量指数法ꎮ Ｍａ 等(２０１４)基于出口某种产品的全部中国企业平均拥有高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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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及以上职工人数的比例ꎬ测算了 ＨＳ 六位码产品技术含量指数ꎬ用以反映某产品生产过程

蕴含的劳动力技能水平ꎮ 使用该指数的估计结果见表 ３ 列(３)和列(４)ꎮ 第三ꎬ净人均收入

指标法ꎮ 首先使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等(２００７)创立的人均收入指标法测算产品复杂度ꎬ然后参考

姚洋和张晔(２００８)的测算改进思路ꎬ借助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各部门的国内技术复杂度指

数ꎬ最后以各城市各部门出口额为权重ꎬ汇总为城市国内净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ꎮ 使用该指

数的估计结果见表 ３ 列(５)和列(６)ꎮ 综合表 ３ 结果ꎬｔｒｅａｔ 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与基准

结果相比无实质差别ꎮ

　 　 表 ３ 　 　 更换出口复杂度测算方法
适合度迭代法 劳动力技术含量指数法 净人均收入指标法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ｏｐｈｔｏｔａｌ ｓｏｐｈｅｉｎ ｓｏｐｈｔｏｔａｌ ｓｏｐｈｅｉｎ ｓｏｐｈｔｏｔａｌ ｓｏｐｈｅｉｎ

ｔｒｅａ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５∗∗

(２.０９９) (４.７２７) (４.４４３) (４.４９６) (２.３０１) (２.０８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 ９３４ ３ ８９９ ３ ９３４ ３ ８９９ ３ ９３４ ３ ８９９
Ａｄｊ.Ｒ２ ０.５２５ ０.４８３ ０.６３６ ０.７０７ ０.５３４ ０.５７０

２.控制地理特征因素

不同城市因所处地理位置不同ꎬ拥有的气候条件、资源禀赋等不尽相同ꎬ进一步控制地

理特征因素的差异ꎮ 第一ꎬ为排除区域人口密度差异对实证结果的影响ꎬ在模型中加入胡焕

庸线左、右侧城市与时间的交互固定效应ꎬ结果见表 ４ 列(１)和列(２)ꎮ 第二ꎬ为排除南北方

城市在气候、环境以及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对实证结果的影响ꎬ在模型中加入以秦岭淮河

为界的南北城市与时间的交互固定效应ꎬ结果见表 ４ 列(３)和列(４)ꎮ 第三ꎬ为排除港口城

市与非港口城市在对外开放水平、贸易运输成本和贸易运输效率等方面的差异对实证结果

的影响ꎬ依据«中国港口统计年鉴(２０１６)»获得中国港口城市名单ꎬ并在模型中加入港口城

市和非港口城市与时间的交互固定效应ꎬ结果见表 ４ 列(５)和列(６)ꎮ 综合表 ４ 结果ꎬ创新

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不会受到地理特征因素的干扰ꎮ

　 　 表 ４ 　 　 控制地理特征的回归结果
控制区域人口分布差异 控制南北方城市差异 控制港口城市非港口城市差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ｏｐｈｔｏｔａ ｓｏｐｈｅｉｎ ｓｏｐｈｔｏｔａｌ ｓｏｐｈｅｉｎ ｓｏｐｈｔｏｔａｌ ｓｏｐｈｅｉｎ

ｔｒｅａｔ ０.０５４∗∗∗ ０.０７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４∗∗∗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６∗∗∗

(３.０５０) (４.２４２) (２.５３５) (３.７４２) (１.７８７) (２.７２８)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胡焕庸线×年份 ＹＥＳ ＹＥＳ － － － －
南北方城市×年份 － － ＹＥＳ ＹＥＳ － －
港口城市与非港口城
市×年份

－ － － －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 ９３４ ３ ８９９ ３ ９３４ ３ ８９９ ３ ９３４ ３ ８９９
Ａｄｊ.Ｒ２ ０.６８７ ０.７１３ ０.６８４ ０.７１０ ０.６８５ ０.７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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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排除其他政策因素的影响

第一ꎬ考虑进口自由化改革ꎮ 中国自入世以来进口自由化水平不断上升ꎬ进口关税下调

为中国企业带来了世界各国的优质产品和生产技术ꎬ对国内产业升级产生显著影响(周茂

等ꎬ２０１６)ꎮ 为排除进口自由化改革对实证结果的影响ꎬ参考周茂等(２０１６)的研究思路构建

城市层面最终品进口关税(ｏｕｔｔａｒｉｆｆ)和投入品进口关税( ｉｎｔａｒｉｆｆ)指标ꎮ 表 ５ 列(１)和列(２)
显示ꎬ在控制最终品和投入品进口关税后ꎬ核心结论未发生改变ꎮ

第二ꎬ考虑最低工资标准实施ꎮ ２００４ 年新版«最低工资规定»实施以来ꎬ国内各地最低

工资经历了较大幅度提升ꎬ而由最低工资变动引发的成本冲击对城市出口复杂度变动亦具

有重要作用(赵瑞丽、孙楚仁ꎬ２０１５)ꎮ 为排除最低工资变化的影响ꎬ对城市最低工资(ｍｗ)进
行控制ꎮ 查阅各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ꎬ获得城市月度最低工资数据ꎬ再将月

度最低工资数据转换为年度最低工资数据ꎮ 表 ５ 列(３)和列(４)显示ꎬ在控制最低工资变量

后ꎬ核心结论依然成立ꎮ
第三ꎬ考虑银行业市场化改革ꎮ ２００６ 年«城市商业银行异地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和 ２００９

年«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政策的落实ꎬ创新型城市

可能因其活跃的创新氛围吸引更多的银行分支机构入驻ꎬ促使当地银行业市场竞争更加激

烈ꎮ 银行竞争在帮助企业缓解融资约束之苦的同时ꎬ也可能为企业带来资金要素用于提升

出口复杂度ꎮ 参考 Ｃｈｏｎｇ 等(２０１３)的思路构建中国城市银行竞争指数(ｂａｎｋ＿ｈｈｉ)ꎬ并在模

型中予以控制ꎮ 表 ５ 列(５)和列(６)显示ꎬ在控制银行竞争水平后ꎬ核心结论未发生变化ꎮ
第四ꎬ考虑智慧城市试点政策ꎮ 智慧城市是指在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发展的支撑下ꎬ催生的一种新型信息化的城市形态ꎮ 中国于 ２０１３ 年正式启动首批智慧

城市建设试点ꎬ目前已有超过 ５００ 个市、县(区)正在规划和建设智慧城市ꎮ 为排除智慧

城市试点政策的干扰ꎬ删除 ２０１３ 年及之后年份的数据ꎬ仅考察 ２００３—２０１２ 年创新型城市

试点政策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ꎮ 表 ５ 列(７)和列(８)显示ꎬ在排除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后ꎬ
核心结论仍旧成立ꎮ

　 　 表 ５ 　 　 控制其他政策因素的回归结果
进口自由化政策 最低工资标准实施 银行业市场化改革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ｓｏｐｈｔｏｔａｌ ｓｏｐｈｅｉｎ ｓｏｐｈｔｏｔａｌ ｓｏｐｈｅｉｎ ｓｏｐｈｔｏｔａｌ ｓｏｐｈｅｉｎ ｓｏｐｈｔｏｔａｌ ｓｏｐｈｅｉｎ

ｔｒｅａｔ ０.０４２∗∗ ０.０６３∗∗∗ ０.０４０∗∗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０∗∗∗ ０.０６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７４∗∗∗

(２.４２７) (３.６５９) (２.２２３) (３.３６７) (２.８８９) (４.０５２) (１.６４７) (３.２２６)
ｏｕｔｔａｒｉｆｆ －０.０２０ ０.９８３

(－０.０１２) (０.８４０)
ｉｎｔａｒｉｆｆ －４.８９２ －５.０２２

(－０.９７６) (－１.２４２)
ｍｗ ０.１１８ ０.１５３∗

(１.３８４) (１.９３２)
ｂａｎｋ＿ｈｈｉ －０.３８６∗∗ －０.２２４

(－２.０１７) (－１.２５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 ９３４ ３ ８９９ ３ ９３４ ３ ８９９ ３ ９３４ ３ ８９９ ２ ８１０ ２ ７７８
Ａｄｊ.Ｒ２ ０.６８４ ０.７１０ ０.６８６ ０.７１３ ０.６８４ ０.７１１ ０.７１３ ０.７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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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安慰剂检验

前述检验虽然对城市特征变量加以控制ꎬ但仍然可能存在不可观测的随时间变化而改

变的城市特征干扰估计结果ꎮ 为此ꎬ借鉴 Ｌａ Ｆｅｒｒａｒａ 等(２０１２)做法ꎬ通过间接性安慰剂检验

以判断遗漏特征变量是否会影响实证结果ꎮ 根据每年开展创新型城市试点数量ꎬ利用计算

机随机生成相同数量的城市作为处理组进行回归ꎬ重复执行此步骤 １ ０００ 次ꎮ 图 ４ 绘制了在

经过 １ ０００ 次试点城市随机处理后系数值的分布结果ꎬ可以看出ꎬ基于随机样本估计的系数

游走在零值附近ꎬ符合正态分布且无法拒绝为 ０ 的原假设ꎬ证明未观察到的城市其他特征不

会影响实证结果的准确性ꎮ

图 ４　 安慰剂检验

５.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ＩＶ－２ＳＬＳ)估计

使用 ＤＩＤ 模型且处理组和控制组满足共同趋势设定ꎬ这虽然减轻了内生性问题ꎬ但入选

试点城市以及入选年份仍可能受到反向因果的影响ꎮ 比如ꎬ出口复杂度较高的城市人均收

入、基础设施以及营商环境较优越ꎬ更有可能被遴选为试点城市ꎮ 若此情况存在ꎬ前述估计

结果将出现偏误ꎮ 为此ꎬ进一步运用 ＩＶ－２ＳＬＳ 检验ꎮ
参考已有文献的研究思路(张华、丰超ꎬ２０２１)ꎬ以城市 １９８４ 年高等学校数量( ｓｃｈｏｏｌ)为

基础构造 ＩＶꎮ 一方面ꎬ科教水平是创新能力提升的基石ꎬ城市 １９８４ 年拥有高校数量越多则

该城市科教优势越强ꎬ有利于后期入选为试点城市ꎬ满足相关性条件ꎻ另一方面ꎬ１９８４ 年为我

国改革开放初期ꎬ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特征与考察期存在较大差异ꎬ因此ꎬ１９８４ 年城市高校

数量与考察期内的出口复杂度没有直接关联ꎬ满足外生性条件ꎮ 由于 １９８４ 年高等学校数据

为截面形式ꎬ需引入一个随时间改变的变量与其相乘ꎮ 将 １９８４ 年高校数量与中国宏观经济

政策不确定性变量(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进行交互ꎮ 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城市出口复杂度没有

直接联系ꎬ但与国家创新驱动政策可能相关ꎬ故选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交互变量具有合

理性ꎮ 城市 １９８４ 年高等学校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数据来自

Ｂａｋｅｒ 等(２０１６)的研究成果ꎮ 表 ６ 列(２)和列(４)显示ꎬｔｒｅａｔ 估计系数至少在 ５％水平上显

著ꎬ核心结论仍然成立ꎮ ＩＶ 有效性识别上: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拒绝 ＩＶ 不可识别

的原假设ꎻ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拒绝 ＩＶ 为弱识别的原假设ꎻ列(１)和列(３)第一

阶段估计显示ꎬＩＶ 与试点政策虚拟变量高度相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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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ＰＳＭ－ＤＩＤ)估计

为最小化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城市特征上的差异ꎬ进一步采用面板 ＰＳＭ－ＤＩＤ 估计ꎮ 首

先ꎬ逐年将分组变量 Ｔ(处理组考察期内取值为 １ꎬ控制组为 ０)对协变量(控制变量)进行

ｌｏｇｉｔ 回归以估计倾向得分值ꎮ 其次ꎬ合并年份逐一计算处理组样本与每个控制组样本在整

个考察期内倾向得分值之差的平方和ꎮ 然后ꎬ基于平方和大小利用一对四近邻匹配为处理

组筛选城市特征最接近的控制组ꎮ 最后ꎬ使用筛选后的样本进行 ＤＩＤ 估计ꎮ 表 ６ 列(５)和
列(６)显示ꎬｔｒｅａｔ 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ꎬ说明在降低样本的选择偏差后ꎬ核心结论仍然成立ꎮ

　 　 表 ６ 　 　 ２ＳＬＳ 与 ＰＳＭ－ＤＩＤ 检验
２ＳＬＳ ＰＳＭ－ＤＩ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ｒｅａｔ ｓｏｐｈｔｏｔａｌ ｔｒｅａｔ ｓｏｐｈｅｉｎ ｓｏｐｈｔｏｔａｌ ｓｏｐｈｅｉｎ

ｔｒｅａｔ ０.１９１∗∗∗ ０.１３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２∗∗

(２.９２３) (２.０５１) (１.７１１) (２.０５８)
ｓｃｈｏｏｌ×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０.１５３∗∗∗ ０.１５３∗∗∗

(１９.１９１) (１９.１９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 ９３４ ３ ９３４ ３ ８９９ ３ ８９９ １ ８９０ １ ８８７
Ａｄｊ.Ｒ２ ０.５９０ ０.６８４ ０.５９０ ０.７１０ ０.７３２ ０.７０９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１９２.１３１{０.０００} １９１.９４９{０.０００} － －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３６８.３８１[１６.３８] ３６３.３３８[１６.３８] － －
　 　 注:大括号内为 ｐ 值ꎬ中括号内为 ＩＶ 弱识别的临界值ꎮ 其余说明同表 ２ꎮ

五、拓展性分析

(一)异质性影响检验

１.东中西部城市区位异质性

参考国家统计局的划分ꎬ设定东部城市( ｅａｓｔ)、中部城市(ｍｉｄｄｌｅ)和西部城市(ｗｅｓｔ)虚
拟变量ꎬ分别与试点政策虚拟变量构建交互项回归ꎮ 表 ７ 列(１)和列(２)显示ꎬ创新型城市

试点政策对中部城市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影响作用最强ꎬ其次是东部城市ꎬ而对西部城市未产

生显著影响ꎮ 可能原因为:东部产业发展较成熟ꎬ人力资本和科研资源存量丰富ꎬ生产潜力

挖掘较充分ꎬ因此ꎬ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东部城市出口复杂度提升的边际作用显著但小于

对中部城市的影响ꎮ 中部城市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的支

持下ꎬ加之以武汉、长沙等教育强市的引领ꎬ创新要素向高端产业聚集ꎬ城市生产力表现出强

劲的“后发优势”ꎬ因此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中部城市出口复杂度提升的边际作用最强ꎮ
西部城市人口相对稀少ꎬ对外开放步伐较慢ꎬ产业结构偏向初级资源加工ꎬ致使创新要素比

较匮乏ꎬ故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不太明显ꎮ
２.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异质性

参考许春明和单晓光(２００８)的方法ꎬ选取省份律师比例、立法时间与经济发展水平等指

标ꎬ量化中国省际知识产权执法水平ꎬ并以中位数为分界点ꎬ构造低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城市

组虚拟变量(ｐｐｉ＿ｌｏｗ)和高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城市组虚拟变量(ｐｐｉ＿ｈｉｇｈ)ꎬ分别与试点政策

虚拟变量构建交互项回归ꎮ 表 ７ 列(３)和列(４)显示ꎬｔｒｅａｔ×ｐｐｉ＿ｈｉｇｈ 的系数量级及显著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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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明显高于 ｔｒｅａｔ×ｐｐｉ＿ｌｏｗ 的系数ꎬ这表明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高的地区ꎬ创新型城市试

点政策对出口复杂度提升的影响作用更强ꎮ 这意味着ꎬ实施更加严格的知识产权执法力度ꎬ
有助于放大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作用ꎬ加强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是创新

型城市试点政策提升出口复杂度重要的调节机制ꎮ
３.贸易方式异质性

从事一般贸易的企业对生产什么类型的产品以及该产品是否出口拥有自主选择权ꎮ 加

工贸易是生产过程的全部或部分原材料来自国外ꎬ在国内组装成制成品后又出口到国外ꎮ
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国际专业化分工的重要途径ꎬ但由于缺乏创新的支持ꎬ容易被发达国家

锁定在低端生产环节ꎮ 依据中国海关贸易统计数据库提供的贸易方式信息ꎬ计算每个城市

一般贸易出口复杂度和加工贸易出口复杂度ꎬ分别将其作为因变量回归ꎮ 表 ７ 列(５)—列

(８)显示:未剔除贸易中介时ꎬ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仅对加工贸易出口复杂度具有促进作用ꎻ
剔除贸易中介时ꎬ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加工贸易出口复杂度和一般贸易出口复杂度均具

有促进作用ꎬ但对加工贸易出口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更强ꎮ 这意味着ꎬ创新型城市建设能够更

显著地改善加工贸易增长质量和效益ꎬ优化加工贸易产品结构ꎬ从而助力中国加工贸易实现

创新发展ꎮ

　 　 表 ７ 　 　 异质性影响检验
东中西部城市 知识产权执法力度 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ｓｏｐｈｔｏｔａｌ ｓｏｐｈｅｉｎ ｓｏｐｈｔｏｔａｌ ｓｏｐｈｅｉｎ ｓｏｐｈｔｏｔａｌ ｓｏｐｈｅｉｎ ｓｏｐｈｔｏｔａｌ ｓｏｐｈｅｉｎ

ｔｒｅａｔ×ｅａｓｔ ０.０３３∗ ０.０７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８∗∗ ０.０８２∗∗∗ ０.０６８∗∗

(１.９２８) (４.５５６) (０.４１１) (２.１９９) (２.９８６) (２.４６７)
ｔｒｅａｔ×ｍｉｄｄｌｅ ０.１４６∗∗∗ ０.１４１∗∗∗

(４.１１３) (４.００６)
ｔｒｅａｔ×ｗｅｓｔ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８

(－０.７１１) (－０.５３１)
ｔｒｅａｔ×ｐｐｉ＿ｈｉｇｈ ０.０７０∗∗∗ ０.１０５∗∗∗

(３.５８０) (５.８０３)
ｔｒｅａｔ×ｐｐｉ＿ｌｏｗ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

(０.４７３) (０.４８６)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 ９３４ ３ ８９９ ３ ９３４ ３ ８９９ ３ ９１２ ３ ８９７ ３ ５５７ ３ ５３２
Ａｄｊ.Ｒ２ ０.６８４ ０.７１１ ０.６８４ ０.７１１ ０.６９１ ０.６９９ ０.６０３ ０.６１９

(二)出口产品动态调整检验

城市出口复杂度由产品复杂度指数按照出口额加权而来ꎬ其数值变化可细化成三种情

况:第一ꎬ地区出口篮子中持续出口产品相对份额变动带来的变化ꎮ 当其他条件不变时ꎬ高
(低)复杂度产品的出口相对份额增加ꎬ则地区出口复杂度上升(下降)ꎮ 第二ꎬ新产品进入

带来的变化ꎮ 当其他条件不变时ꎬ新的高(低)复杂度产品进入出口市场ꎬ则地区出口复杂度

上升(下降)ꎮ 第三ꎬ旧产品退出带来的变化ꎮ 当其他条件不变时ꎬ已有的低(高)复杂度产

品退出出口市场ꎬ则地区出口复杂度上升(下降)ꎮ 我们将第一种变化称为持续出口产品的

份额再分配效应ꎬ后两种变化称为出口产品的转换效应ꎮ 那么ꎬ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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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度的影响由上述哪种效应驱动呢? 借鉴 Ｍｅｌｉｔｚｅ 和 Ｐｏｌａｎｅｃ(２０１５)关于行业内企业生产

率动态分解的思路ꎬ扩展运用到地区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分解上ꎬ公式为:
Δｓｏｐｈ ＝(ｓｏｐｈｓ２－ｓｏｐｈｓ１)＋ｓａｌｅｅ２(ｓｏｐｈｅ２－ｓｏｐｈｓ２)＋ｓａｌｅｘ１(ｓｏｐｈｓ１－ｓｏｐｈｘ１)

＝ Δ ｍｓ＋Δｃｏｖｓüþ ýï ï ï ï

持续出口产品贡献值

＋ｓａｌｅｅ２(ｓｏｐｈｅ２－ｓｏｐｈｓ２)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新进入产品贡献值

＋ｓａｌｅｘ１(ｓｏｐｈｓ１－ｓｏｐｈｘ１)üþ ýï ï ï ï ï ï ï
退出产品贡献值

(６)

(６)式中:ｓａｌｅ 代表某类产品的出口份额ꎬ下标 １ 和 ２ 分别代表时期 １ 和时期 ２ꎬ下标 ｓ 代表持

续出口的产品(时期 １ 和时期 ２ 均出口的产品)ꎬｅ 代表新进入的出口产品(时期 １ 不出口但

时期 ２ 出口的产品)ꎬｘ 代表退出的出口产品(时期 １ 出口但时期 ２ 不出口的产品)ꎮ (６)式
第一行表示将某城市出口复杂度的变化按照持续出口产品、新进入产品以及退出产品分解

成三部分ꎻ第二行进一步将持续出口产品复杂度变化拆分为持续出口产品内复杂度变化量

(Δ ｍｓ)和持续出口产品份额再分配引起的复杂度变化量 Δｃｏｖｓꎮ 若持续出口产品贡献值大

于 ０ꎬ表明在持续出口产品中ꎬ高复杂度产品的相对出口份额增加ꎮ 若新进入产品贡献值大

于 ０ꎬ表明出口篮子进入一些高于平均复杂度的新产品ꎮ 若退出产品贡献值大于 ０ꎬ表明出

口篮子退出一些低于平均复杂度的旧产品ꎮ 在得到分解结果后ꎬ构建二元虚拟变量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
ｅｎｔｒａｎｔ 和 ｅｘｉｔｅｒ:持续出口产品贡献值大于 ０ 则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 赋值 １ꎬ否则为 ０ꎻ新进入产品贡献值

大于 ０ 则 ｅｎｔｒａｎｔ 赋值 １ꎬ否则为 ０ꎻ退出产品贡献值大于 ０ 则 ｅｘｉｔｅｒ 赋值 １ꎬ否则为 ０ꎮ 将上述

变量作为因变量依次进行估计ꎮ
当以未剔除贸易中介的出口复杂度为考察对象时ꎬ表 ８ 第(１)—(３)列显示ꎬ因变量为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ｔｏｔａｌ时ꎬｔｒｅａｔ 估计系数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为正ꎬ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增加了持续出

口产品份额变动对出口复杂度提升带来正向贡献的机率ꎮ 因变量为 ｅｎｔｒａｎｔｔｏｔａｌ时ꎬｔｒｅａｔ 估计

系数为负且不显著ꎬ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新进入产品复杂度变化量的影响十分有限ꎮ
因变量为 ｅｘｉｔｅｒｔｏｔａｌ时ꎬｔｒｅａｔ 估计系数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为正ꎬ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增加

了退出产品对出口复杂度提升带来正向贡献的机率ꎮ 当以剔除贸易中介的出口复杂度为考

察对象时ꎬ表 ８ 第(４)—(６)列结果与上述一致ꎮ 综合表 ８ 结果可知:一方面ꎬ创新型城市建

设促使城市生产资源更加集中于持续出口篮子中高复杂度产品的生产和出口ꎬ从而推动了

高复杂度产品相对出口份额的上升ꎻ另一方面ꎬ创新型城市建设使得城市加速淘汰掉出口篮

子中的低复杂度产品ꎮ 在这两种效应的驱使下ꎬ以创新型城市试点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

对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效果为正ꎮ

　 　 表 ８ 　 　 城市出口复杂度动态调整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ｔｏｔａｌ ｅｎｔｒａｎｔｔｏｔａｌ ｅｘｉｔｅｒｔｏｔａｌ 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ｅｉｎ ｅｎｔｒａｎｔｅｉｎ ｅｘｉｔｅｒｅｉｎ

ｔｒｅａｔ ０.０６２∗ －０.０７８ ０.０６３∗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０∗

(１.７０９) (－１.２８０) (１.８４１) (１.６７０) (－１.０８８) (１.７０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 ９３４ ３ ９３４ ３ ９３４ ３ ８９９ ３ ８９９ ３ ８９９
Ａｄｊ.Ｒ２ ０.０６８ ０.１８２ ０.１８４ ０.０５９ ０.１７１ ０.１７６

(三)影响渠道检验

１.技术创新提升渠道

本文从四个方面构建反映地区技术创新水平的代理变量ꎮ 第一ꎬ使用科技教育财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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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度量政府在创新投入方面的扶持力度ꎮ 第二ꎬ使用科技服务业

从业人员规模(单位为万人ꎬ取对数)度量城市第三方科技服务业发展对技术创新服务和科

技成果转化的支撑能力ꎮ 第三ꎬ使用城市风险投资指数度量当地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获

得资金支持的力度ꎮ 第四ꎬ使用城市人均获得发明专利、人均获得实用新型专利、人均获得

外观设计专利(取对数)度量城市技术创新绩效ꎮ 科技教育财政支出和科技服务业从业人员

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ꎮ 城市风险投资指数来自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区域创新创

业指数»ꎮ 城市专利数据取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ꎮ 将上述指标分别作为因变量予以估

计ꎮ 表 ９ 显示ꎬｔｒｅａｔ 的估计系数均在 １０％水平内显著为正ꎬ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

进了城市技术创新水平提升ꎮ 而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生产技术升级的重要动力ꎬ对地区出口

复杂度提升尤为关键ꎮ 至此ꎬ技术创新是以创新型城市试点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提升出

口复杂度的有效途径ꎮ

　 　 表 ９ 　 　 技术创新提升渠道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科技教育支
出财政占比

科技服务业
从业人员规模

城市风险
投资指数

城市人均获
得发明专利

城市人均获得
实用新型专利

城市人均获得
外观设计专利

ｔｒｅａｔ ０.０１４∗∗∗ ０.０５８∗∗∗ ０.９５５∗ １.０４０∗∗∗ ２.４８２∗∗∗ ２.０２４∗∗∗

(７.０７４) (３.１６３) (１.６８４) (１１.４５４) (９.７４５) (６.６３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 ９３４ ３ ９３４ ３ ９２０ ３ ９３４ ３ ９３４ ３ ９３４
Ａｄｊ.Ｒ２ ０.７２５ ０.９５３ ０.７１２ ０.７５３ ０.７４５ ０.６２６

２.工业结构调整渠道

基于工业行业三位码和 ＨＳ 六位码产品匹配表ꎬ对行业内 ＨＳ 六位码产品复杂度指数求

取平均值ꎬ获取三位码行业层面复杂度指数ꎬ并将复杂度排名位于前 ２５％和前 １５％的行业依

次归为高技术行业①ꎮ 基于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微观加总信息②ꎬ计
算城市高技术行业企业产值占比、主营收入占比和就业占比ꎬ并将上述指标作为因变量进行

估计ꎮ 表 １０ 显示ꎬｔｒｅａｔ 的估计系数始终不显著ꎬ表明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高技术行

业企业产值占比、主营收入占比和就业占比没有显著影响ꎬ未能促使工业结构向高技术行业

方向演进ꎮ 对此可能的解释有二:其一ꎬ高技术行业的投资和成长需要一定的建设周期ꎬ短
期内难以显现发展成效ꎮ 其二ꎬ第三产业的生产性服务业相比第二产业ꎬ在创新要素获取和

配置上更灵活ꎬ由创新型城市建设引发的要素集聚倾向于优先支持具有更高知识密集度的

第三产业发展ꎬ从而在短期内表现出“重服务、轻制造”的产业集聚特征(胡兆廉等ꎬ２０２１)ꎮ
由于短期内服务业占据过多生产资源ꎬ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未能对地区工业结构产生影响ꎬ
因此ꎬ工业结构调整未能成为以创新型城市试点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提升出口复杂度的

影响渠道ꎮ

８１

①
②

本文也将位于前 ５０％和前 ３０％的行业归为高技术行业ꎬ所得结论无实质差异ꎮ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最新年份的数据为 ２０１５ 年ꎮ 因此ꎬ这里仅用到 ２００３—２０１５ 年面板数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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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０ 　 　 工业结构调整渠道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高技术行业企
业 产 值 占 比
(前 ２５％)

高技术行业企
业 产 值 占 比
(前 １５％)

高技术行业企
业主营收入占
比(前 ２５％)

高技术行业企
业主营收入占
比(前 １５％)

高技术行业企
业 就 业 占 比
(前 ２５％)

高技术企业
就业占比(前
１５％)

ｔｒｅａ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２９５) (－１.１３１) (－１.３２６) (－１.３９５) (－０.００３) (－０.４１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 ６５３ ３ ６５３ ３ ６５３ ３ ６５３ ３ ６５３ ３ ６５３
Ａｄｊ.Ｒ２ ０.８５８ ０.７９３ ０.８５３ ０.７９５ ０.８８４ ０.８０５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创新型城市试点作为以城市为单位推行的创新驱动政策ꎬ其是我国渐进式改革思路的

生动实践ꎮ 本文运用多时点 ＤＩＤ 评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出口复杂度的影响ꎬ所得

结论如下: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出口复杂度ꎬ此结论高度稳健ꎮ 异质性影响

分析表明ꎬ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中部城市出口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最强ꎬ其次是东部城市ꎬ
而对西部城市未产生显著影响ꎻ随着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增强ꎬ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出口复

杂度的边际提升效果递增ꎻ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加工贸易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高于一

般贸易ꎮ 产品动态调整考察发现ꎬ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促使生产资源集中于出口篮子中持

续的高复杂度产品ꎬ提升了该类产品相对份额ꎬ同时加速淘汰了出口篮子中的低复杂度产

品ꎬ但并未显著影响新的高复杂度产品进入市场ꎮ 影响渠道考察发现ꎬ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

显著提升了技术创新水平ꎬ但没有证据表明此政策会导致地区工业结构向高技术方向演进ꎮ
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出口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ꎬ继而促使行业内

出口结构向高复杂度产品倾斜实现的ꎮ 基于上述结论ꎬ本文提出的政策启示为:
第一ꎬ进一步有序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工作ꎬ持续发挥以城市为单位推行的创新驱

动政策对我国出口产品横向升级的促进作用ꎮ 首先ꎬ进一步完善国家对创新型城市建设的

任务要求ꎬ将贸易高质量发展融入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进程ꎬ加强城市内部各种创新政策和贸

易政策的衔接配套ꎬ依托创新引致的科技水平提升ꎬ为我国化解关键技术“卡脖子”风险和培

育新的外贸竞争优势提供创新政策支持ꎮ 其次ꎬ遵循“地方试点—经验总结—复制推广”的
发展策略ꎬ定期组织试点经验交流会ꎬ将建设心得分享给政策效应尚未充分释放的城市ꎬ同
时注意总结创新型城市建设驱动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一般规律ꎬ并上升为国家政策ꎬ为之后在

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奠定经验基础ꎮ
第二ꎬ根据不同城市的地理位置、法律环境、贸易模式等特征ꎬ引导城市因地制宜地落实

创新驱动外贸发展理念ꎮ 首先ꎬ在推动区域外贸平衡发展上ꎬ可以将创新型城市这类区域性

的创新驱动政策作为引导中部城市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策略ꎮ 以武汉、长沙、郑州等大城

市为主ꎬ发展中部创新型城市群ꎬ利用试点城市的辐射效应ꎬ提升中部整体外贸水平ꎬ缩小中

部城市与东部城市在外贸发展上的差距ꎮ 其次ꎬ考虑到知识产权执法力度的调节作用ꎬ各地

政府需重视构建完善的知识产权服务和保护体系ꎬ规范技术市场交易活动ꎬ保护好研发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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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成果ꎬ促使创新收益内部化ꎬ从而放大创新驱动政策对出口复杂度的提升效应ꎮ 最

后ꎬ对于加工贸易占比比较高的城市ꎬ可将加工贸易转型发展纳入创新型城市建设的评价体

系ꎬ建立高端加工贸易技术创新联盟ꎬ并借助创新的吸附效应、聚合效应优化要素配置ꎬ推动

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ꎮ
第三ꎬ试点城市须重视高技术产业发展ꎮ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是衡量国家科技实力

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ꎮ 研究发现ꎬ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工业结构的影响较为微弱ꎬ这说

明该政策仍有可优化的空间ꎮ 为推动地区工业结构向高技术行业方向演进ꎬ建议加强如下

方面工作:一是提升高技术企业孵化器的服务质量ꎬ通过引进国内外高端化、产业链长的高

科技企业孵化器项目ꎬ为高科技行业人才创业和小微企业发展提供长期且稳定的服务ꎮ 二

是在我国产业“大而不强”的现阶段ꎬ仍需坚持以创新驱动政策为核心ꎬ给予高技术企业税

收、研发、融资等配套的政策支持ꎬ并围绕制造业发展服务业ꎬ引导更多优质要素向高技术行

业汇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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